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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制的“双重效应”研究∗

———基于城乡社区项目的数据分析

陈家建　 巩阅瑄

提要：项目在当前的国家治理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其分配机制与

成效也引发了大量的争论。 本文通过系统的数据分析，揭示了基层的项目

分布概况及其影响因素。 在整体格局上，项目的分配呈现出“双重效应”：
从宏观层面来看，经济欠发达的西部省份和农村地区获得了更多项目资源；
但是，在地区内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县和村 ／ 社区享受的项目资源更多。
结合个案分析和数据验证，本文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探究“双重效应”的形成

机制。 研究发现，中央政府通过项目制推进公共服务均衡，产生了宏观层面

均等化分配现象；但是在省级以下，地方政府为了更容易应对考核任务，倾
向于把项目分配给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 地方层面的两极化分配现象表

明，项目制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管理目标替代政策目标的问题。
关键词：项目制　 国家治理　 双重效应　 目标替代

自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资源逐渐集中在中央政府，但事权并没有相应上

收，由此造成地方治理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周飞舟，２０１２ｂ；孙秀林、周飞舟，
２０１３）。 在此结构下，必然需要一套庞大的自上而下财力转移体系，将中央政府

盈余的财政资源转移到地方政府，以满足地方公共支出的需要，同时进行区域间

再分配，以求全国均衡发展（楼继伟，２０１３）。 财政转移体系主要包括一般性转

移支付、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史普原，２０１７）。 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

付的财政资源通常都是用来补充地方公共财力，地方政府有较大的支配权（陶
然、刘明兴，２００８）。 而专项转移支付则不同，其特点是针对专门的治理任务配备

专项财政资源，形成项目化的运作体系（渠敬东，２０１２）。 分税制实行以来，专项

转移支付的资金总量持续增长，对地方财政影响巨大。 自从 ２０１５ 年以来，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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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地方的专项转移支付总额每年均超过 ２ 万亿，如果加上地方政府自行设置的

项目以及项目配套资金，国家治理中项目的资金总量高达数万亿。①

项目制作为一种财政资源再分配的体系，在国家治理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

用。 那么，项目分配的实践情况如何，什么因素影响项目的分配机制，显然是非

常重要的问题，对认识项目运作、评估项目成效都至关重要（李韬，２０１９）。 对于

这个重大问题，已有的研究虽有涉及，但观点分歧，形成了激烈的学术争论。

一、项目分配：研究与争论

项目的成效必然受制于分配机制。 从项目制的背景来看，其本义是平衡地

方的事权与财权不对等以及区域发展差异，集中资源实现专门化的治理目标

（渠敬东，２０１２；楼继伟，２０１３）。 所以，能否有效地将项目分配到需求资源的地

区，是认识项目制实践的关键环节。 对于项目的分配机制与成效，当前的研究有

两种不同的观点。
首先，有研究认为，项目制基本形成了有效再分配的格局，基层获得了大量

的财政支持，区域间的公共资源趋向均等化。 周飞舟（２０１２ｂ）通过对财政领域

的研究发现，项目分配体制下大量的资源确实倾斜到了农村、西部等落后地区。
比如，在教育领域中，中央的专项教育经费弥补了乡镇基础教育资源不足的问

题。 付伟、焦长权（２０１５）通过对乡镇项目运作机制的分析看到了大量的专项资

源投入基层。 基础设施建设、新农村建设都通过项目资金得到了极大的推进

（李祖佩，２０１６）。 经济学者还通过财政和经济发展数据的分析证明，项目投入

让中国的农业产量明显增长。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他们认为项目体制是中国

近年来经济发展动力的核心要素，其成效不亚于市场化改革，显著地促进了地区

经济增长（郑世林，２０１６）。
而另一些研究揭示了项目制在实际运行中并未做到“按需分配”，产生了资

源错配、效率低下的问题。 不少研究揭示，通过集中财权、人事、管理制度等优

势，项目制让主管部门能更好地动员下级政府实现自身任务目标。 在这种机制

下，下级政府在行政发包制下保留的自主行动能力被压缩，上级部门对公共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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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 源： 财 政 部， 《 历 年 全 国 财 政 决 算》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ｗｕｘｉｎｘｉ ／
ｃａｉｚｈｅｎｇｓｈｕｊｕ ／ ），访问日期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８ 日。



的目标设置、资源分配、过程监督等环节具有更强的掌控力（陈家建，２０１３）。 同

时，因下级政府的治理主动权减小，造成很多项目在实施中产生目标错位、过程

僵化问题（黄宗智等，２０１４；李祖佩，２０１５）。 围绕项目制形成了“项目包装” “跑
部钱进”等新的地方政府行为（冯猛，２００９）。 这说明在项目分配中，“人为因素”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不是穷困地方就能获得项目资源，反而是有钱的、越有

能力跑项目的地方获得的资源更多（狄金华，２０１５；李祖佩，２０１６）。 折晓叶、陈
婴婴（２０１１）观察到，一些地方政府可以对多个项目进行“打包”，腾挪资源，让项

目化治理融合于地方工作。 在“打包”项目的运作中，科层组织消解了项目的专

项性，增强了对资源的支配能力，项目被科层体系重构。
可见，围绕项目分配机制及成效问题，已有的研究结论分歧明显。 一方观点

可概括为均等化：项目资源较多分配给经济条件差的地区，有助于实现公共资源

均衡。 另一方观点可概括为两极化：项目资源在分配中出现优势聚集，越是经济

条件好的地区越能拿到资源，形成“马太效应”。 本研究将聚焦于具有分歧性的

关键问题：项目资源是如何配置的，是均等化还是两极化？ 影响因素是什么？
以往的研究多是理论和案例分析，对了解项目制的总体背景和微观机制提

供了认识启发。 但对项目的宏观效应分析力不足，造成认识分歧，出现了项目制

研究“内卷化”的弊端。 本研究做出新的尝试，从系统调查项目数据做起，再通

过实证分析验证项目制的宏观效应，同时解释其形成机制。 当然，该问题涉及面

广、影响宏大，本文不可能全面涉及。 为了让问题聚焦，本研究定位于项目在基

层的分配机制。 所谓基层，是指中国当前公共治理层级中最低的村 ／社区，①具

体指农村村委会和城市居委会。 项目资源不一定都会分配到基层，比如交通设

施建设项目可能在省级、县级就直接开展。 但项目在基层的成效对民众的直接

影响最大，是极为重要的研究对象（邓燕华、贾男，２０１８）。

二、数据资料和研究方法

为了对项目的分配效应进行全面分析，本研究采取量化与质性结合的研究

方式。 量化分析旨在从整体层面分析当前项目的分配情况及其影响因素。 但量

化研究难以对较抽象的问题提出解释机制，所以本文辅以质性研究，通过案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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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照社会学的概念习惯，有时也统称为社区，指正式的、最基层的公共治理单元。



解析影响项目分配效应的政府行为逻辑。 在案例分析后，再次通过模型设计，用
数据验证案例中引出的结论，对解释机制的普遍性进行实证检验。

（一）调查样本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是中国基层治理调查 （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ＧＧＳ）２０１５ 年数据，笔者参与了该调查的问卷和调查方案设计工作。
该数据库以最基层的（行政）村 ／社区为调查单位，涉及地理、公共设施、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目的是全面了解基层治理的信息。 ＣＧＧＳ 是目前社区

层面搜集数据较为完整的调查，样本量和变量数都较多，具有全国代表性。
ＣＧＧＳ 通过多阶段抽样，按照总人口代表性，在全国选取了 ５７８ 个农村村委会和

７８４ 个城市居委会进行调查，除了新疆、西藏和港澳台地区，调查样本涵盖全国

２９ 个省级行政单位。 在 ２０１５ 年调查中加入了比较系统的社会治理方面的内

容，其中基层社区的项目开展是重点调查主题。

（二）变量界定

本研究分析的因变量是基层的项目。 如何界定项目？ 按照已有的文献观

点，在数据调查中，项目是指非一般性财政收入的上级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基础

设施建设、社区文化、社会组织发展等专项服务（不包括人员工资、办公经费、社
区自收自支经费）。 而且这些项目必须在最基层的社区开展实施，不在社区落

地的项目不是本研究的分析对象。① 为了完整分析项目制的基层实践，对项目

的考察涉及三个方面，社区项目的数量、社区项目的资金量、社区人均项目资源

量。 三个指标包括了社区获得项目的概率，获得项目的数量，也包括项目资源总

量和人均占有量，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项目的开展情况。② 项目的数据来自调查

过程中对村 ／社区书记或主任的访谈以及社区统计资料查阅。
作为重要的公共资源分配方式，项目分配受到多维度、多层级因素的影响。

以往的研究关注到，城乡差异、区域类型、地区经济等都是影响项目分配的重要

因素（渠敬东，２０１２；史普原，２０１７）。 因此，本研究所关注的因素包括：社区类

型，分析城乡之间的差异；区域，考察东部、中部、西部的项目资源分配差异；省级

经济发展水平，分析省级人均 ＧＤＰ 与项目资源分配之间的关系；县级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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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比如大型的交通设施、水利工程、能源工程等，这些项目都是由地方政府甚至中央部委负

责的，与社区无直接关系（参见焦长权，２０１９）。
在 ２０１５ 年的调研中，所获取的数据为社区上一年度（即 ２０１４ 年）的项目情况。



水平，分析县级人均 ＧＤＰ 对项目分配的影响；基层经济发展水平，考察社区的人

均收入与项目的关系；社区集体经济状况，分析社区集体资产、①社区集体收入②

对项目资源分配的影响。 人均 ＧＤＰ 数据根据调研社区的 ＩＤ 进行匹配，从 ２０１４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相应的省级、县级经济统计报告中整理而得；社区类型、社
区集体收入、社区集体资产为本研究的调查数据；社区人均收入根据与社区调查

相匹配的家庭调查的入户数据计算产生。③ 根据研究因素的考量，具体的因变

量和自变量汇总见表 １。

　 表 １ 因变量和自变量汇总

研究问题 测量指标 测量内容 数据来源

因
变
量

社区项目的数量 项目数量 社区 ２０１４ 年项目总数 基层治理调查

社区的项目资金量 项目金额 社区 ２０１４ 年项目资金总数 基层治理调查

社区的人均项目资
源占有量

人均项目资金量 社区 ２０１４ 年人均项目资金数 基层治理调查

自
变
量

区位因素 东、中、西 社区所在省的区域 社区所在省 ＩＤ

城乡差异 农村、城市 社区的城乡类型 基层治理调查

省级经济发展水平 省级人均 ＧＤＰ ２０１４ 年社区所在省的人均 ＧＤＰ
中国统计年鉴、
省级经济统计

县级经济发展水平 县级人均 ＧＤＰ ２０１４ 年社区所在县的人均 ＧＤＰ 县级经济统计

基层经济发展水平 社区人均收入 本社区常住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家庭入户调查

社区集体经济状况
社区集体资产 本社区 ２０１４ 年底的集体资源总量 基层治理调查

社区集体收入 本社区 ２０１４ 年度集体收入 基层治理调查

（三）研究假设

如前所述，关于项目在基层的分配，既有研究的观点非常不同。 有的研究认

为，项目更多向公共财力比较弱的地区倾斜，平衡了地区间公共服务的供给水

平；而有的研究则相反，认为项目向优势地区聚集，加大了地区间公共服务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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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农村社区一般都有集体资产，但不同村资产量差异较大；城市社区普遍有办公用的固定

资产，部分社区保留了经营性集体资产，参见贺建军、毛丹（２０１８）的研究。
社区集体收入是指社区集体资源产生的经营性收入，比如集体所有权的物业出租、存款

利息等。
家庭入户调查是指中国家庭金融调查（ＣＨＦＳ），ＣＨＦＳ 与基层治理调查匹配进行。 ２０１５
年的家庭调查共有 ３７２８９ 户样本，均为社区样本下再通过家庭抽样产生。 平均而言，每
个社区有 ２６ 户。 首先，家庭人均收入为家庭收入与家庭规模的比值。 其次，在社区层面

取家庭人均收入的平均值即为社区人均收入。



形成了“两极化效应”（渠敬东，２０１２；周飞舟，２０１２ａ）。 根据已有研究的分歧，本
研究做两组假设：其一是项目资源分配均等化假设，即项目资源分配到了财力

弱、公共资源匮乏的地区；其二是两极化假设，即项目向优势地区聚集，发达地区

更容易获得项目资源。 按照两组不同的逻辑，具体研究假设如下。
Ｈ１ 均等化假设：项目资源促进公共服务平衡。
Ｈ１􀆰 １ 农村比城市社区项目资源多；
Ｈ１􀆰 ２ 西部比中部、东部项目资源多；
Ｈ１􀆰 ３ 省级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均 ＧＤＰ 少的地区有更多项目资源；
Ｈ１􀆰 ４ 县级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均 ＧＤＰ 少的地区有更多项目资源；
Ｈ１􀆰 ５ 集体资产少、收入低的社区有更多的项目资源；
Ｈ１􀆰 ６ 人均收入水平低的社区有更多的项目资源。
Ｈ２ 两极化假设：项目资源向优势地区聚集。
Ｈ２􀆰 １ 农村比城市社区项目资源少；
Ｈ２􀆰 ２ 西部比中部、东部项目资源少；
Ｈ２􀆰 ３ 省级经济发展水平高、人均 ＧＤＰ 高的地区有更多项目资源；
Ｈ２􀆰 ４ 县级经济发展水平高、人均 ＧＤＰ 高的地区有更多项目资源；
Ｈ２􀆰 ５ 集体资产多、收入高的社区有更多的项目资源；
Ｈ２􀆰 ６ 人均收入水平高的社区有更多的项目资源。
本文接下来将通过数据分析验证上述假设是否成立，并尝试解释其背后的

原因。

三、项目分配的总体概况与影响因素分析

（一）总体概况

通过对城乡社区样本的调查分析，基层项目分布的总体概况得以呈现。 从

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到当前基层项目的分布特点。 第一，当前能够拿到项目的社

区刚超过一半，占总数的 ５１􀆰 ３％ ，但不同的社区项目资源差异明显。 第二，平均

而言，每个社区有 ６􀆰 ６５ 个项目，项目的数量并不少，但项目数的城乡差异、地区

差异较大。 第三，从资金量来看，平均每个社区享有 ３２􀆰 １ 万的项目资金，农村多

于城市，西部也多于东部和中部。 在 ２０１４ 年，全国共有农村村委会 ５８􀆰 ６ 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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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委会 ９􀆰 ７ 万个。① 因此，可以估算，２０１４ 年，农村基层的项目资金总量为

３２００ 亿元左右，而城市基层的项目资金总量为 １４０ 亿元左右，当年进入到全国

城乡社区的项目资金总量为 ３３４０ 亿元左右。 第四，从社区人均项目资源占有量

来看，平均每个人享有 ２３１􀆰 ７ 元的项目资金。 农村的人均项目资源占有量远高

于城市，西部也高于中部和东部。

　 表 ２ 项目分配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中位数 均值

项目数
（个）

总体

项目有无
有（５１􀆰 ３％ ）

无（４８􀆰 ７％ ）

城乡差异
农村

城市

地区差异

东部

中部

西部

１

—

—

０

１

０

０

１

　 ６􀆰 ６５

—

—

１􀆰 ２

１０􀆰 ８

６􀆰 ２

３􀆰 ２

１１􀆰 ４

项目金额
（元）

总体

城乡差异
农村

城市

地区差异

东部

中部

西部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２１４８２

５４８６３７

１４６０８４

２０１８４７

２０１４０４

６６４７５２

社区人均
项目金额

（元）

总体

城乡差异
农村

城市

地区差异

东部

中部

西部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３１􀆰 ７０

４１７􀆰 ６

８７􀆰 ６

１８７􀆰 ８

２２１􀆰 ９

３１８􀆰 １

（二）模型设定

那么，基层项目的分布受到什么因素影响？ 为了解释这个重要问题，本文将

涉及项目分配的层级因素纳入分析。 项目资源分配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其中，
省、县、社区三个层面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省级层面是因为中央所设计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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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民政部，２０１５， 《２０１４ 年社会服务统计》 （ ｈｔｔｐ： ／ ／ ｆｉｌｅｓ２． ｍｃａ． ｇｏｖ． ｃｎ ／ ｃｗｓ ／ ２０１５０１ ／
２０１５０１２９１７２５３１１６６． ｈｔｍ）。



目，需要省级部门具体化，并分配到下级（市或县） （渠敬东，２０１２）；县级层面是

考虑到县域治理是中国地方运行的关键，县级政府对于资源分配和项目的具体

实施有核心作用（折晓叶，２０１４）；社区层面是本研究考察的主题，影响项目在基

层的具体落地实施。 分层的问题在理论上可以采用多层线性模型（ＨＬＭ）进行

数据分析。 但因为样本采集困难，社区样本只有不到 １４００ 个（已经是目前社区

层面较大的样本调查数据库），分成省、县、社区三个层级达不到 ＨＬＭ 的样本要

求。 另外，区域作为跟省相关但也超越省级的因素也需要考虑，因为中国大量的

政策对不同的区域（东部、中部、西部）规定不同。 区域因素造成了层级的复杂

化。 因此，综合考虑，本研究采用平行自变量的多元回归进行分析，以包含更多

的分析要素。 这样虽然牺牲了部分数据精度，但能够揭示基本变量关系，推进项

目制的实证研究，待数据资源丰富后再考虑更精准模型。
从描述性分析可以看到，５１􀆰 ３％ 的基层社区承接了项目，有项目财政经费。

因此，本研究需要同时分析两方面问题：一是是否承接项目，是否有项目的专项

经费；二是如果承接了项目，那有多少项目数量，项目的资金量有多大，人均项目

资金量多大。 根据研究目的，本研究使用 ＭＬＥ 估计的“归并回归” （ ｃｅｎｓｏｒ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也称为 Ｔｏｂｉｔ 模型。

ｌｎ（ｙ∗
ｉ ） ＝ β０ ＋ β１ ｒｕｒａｌｉ ＋ β２ ｒｅｇｉｏｎｉ ＋ β３ｐｒｏｖ＿ＧＤＰ ｉ ＋ β４ｃｏｕｎｔｙ＿ＧＤＰ ｉ

＋ β５Ｃｏｍｍｉ ＋ ｕｉ

ｙｉ ＝
ｙ∗
ｉ ，ｙ∗ ＞ ０

０，ｙ∗ ≤０
{ 　 　 　

此处， ｙｉ 是可观测到的项目数量、项目金额和人均项目金额。 对于有项目

的社区而言，项目数与项目金额均为正值。 而没有项目的社区，项目数量与金

额为 ０。 解释变量为以下几个部分。 ｒｕｒａｌｉ 为该社区是农村社区还是城镇社区，
农村社区设为 １，城镇社区设为 ０。 ｒｅｇｉｏｎｉ 为社区所在的地区，分为东部、中部

以及西部，且均为虚拟变量。 ｐｒｏｖ＿ＧＤＰ ｉ 为 ２０１４ 年省级人均 ＧＤＰ（对数化），

ｃｏｕｎｔｙ＿ＧＤＰ ｉ 为 ２０１４ 年县（区）级人均 ＧＤＰ（对数化）。① Ｃｏｍｍｉ 为反映社区经济

情况的一系列变量，包括社区收入、社区资产以及社区人均收入（对数化）。 ｕｉ

为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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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研究模型分析中所选取的自变量“方差膨胀因子”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简记为

ＶＩＦ）为 １􀆰 ９，自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三）项目数量分析

从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到，有近一半的社区没有项目，不同的社区承接项目的

机会差异较大。
根据模型设定，在社区项目承接数量方面，分析结果见表 ３。

　 表 ３ 社区项目数量的回归分析 Ｎ ＝１１７９
因变量：项目数量

（１） （２） （３） （４） （５）

农村
－ ０􀆰 １７０∗∗∗

（ － ２􀆰 ５８）
０􀆰 ０５１

（０􀆰 ７０）
－ ０􀆰 １６５∗∗

（ － ２􀆰 ５１）
０􀆰 ０５４

（０􀆰 ７５）
０􀆰 ０６４

（０􀆰 ８８）

东部
－ ０􀆰 ３３１∗∗∗

（ － ４􀆰 ３９）
－ ０􀆰 ３７８∗∗∗　

（ － ５􀆰 ０７） 　
－ ０􀆰 ２３５∗∗　

（ － ２􀆰 ３８） 　

中部
－ ０􀆰 ２５０∗∗∗

（ － ３􀆰 ２６）
－ ０􀆰 ２９４∗∗∗　

（ － ３􀆰 ９０） 　
－ ０􀆰 ２７３∗∗∗　

（ － ３􀆰 ６１） 　

省级人均 ＧＤＰ － ０􀆰 ３３５∗∗∗

（ － ３􀆰 ３７）
－ ０􀆰 ４２７∗∗∗　

（ － ４􀆰 ３４） 　
－ ０􀆰 ２９６∗∗∗　

（ － ２􀆰 １８） 　

县级人均 ＧＤＰ ０􀆰 ２３０∗∗∗

（４􀆰 ３２）
０􀆰 ０８０

（１􀆰 ４１）
０􀆰 １９２∗∗∗

（３􀆰 ９３）
０􀆰 ０２６

（０􀆰 ４９）
０􀆰 ０６３

（１􀆰 １１）

社区收入
０􀆰 ００１

（０􀆰 １４）
０􀆰 ００２

（０􀆰 ２８）
０􀆰 ００１

（０􀆰 １２）
０􀆰 ００１

（０􀆰 ２２）
０􀆰 ００２

（０􀆰 ２８）

社区资产
－ ０􀆰 ００２

（ － ０􀆰 ４２）
０􀆰 ００３

（０􀆰 ６９）
－ ０􀆰 ００３

（ － ０􀆰 ６６）
０􀆰 ００２

（０􀆰 ３８）
０􀆰 ００２

（０􀆰 ５１）

社区人均收入
０􀆰 ４０４∗∗∗

（６􀆰 ４６）
０􀆰 ３９８∗∗∗

（６􀆰 ４４）
０􀆰 ４１６∗∗∗

（６􀆰 ６８）

　 　 注：（１）括号内为 Ｔ 值。 （２）∗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对项目数量的 Ｔｏｂｉｔ 回归结果有以下几点分析。 第一，城乡之间在部分情况

下存在差异，农村社区的项目数量少于城市社区。 但通过第（１）和第（２）列可以

发现，如果没有社区人均收入，那农村的项目数量明显少于城市社区。 但加入社

区人均收入，则城乡差异不明显，说明人均收入的影响力可以解释城乡之间的不

同。 第二，第（３）至（５）列表明东部和中部地区相较于西部地区会对项目数量产

生负面效应，即东部和中部这些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能够分配到的项目少。
前两列单独放入省级人均 ＧＤＰ 也显示负面效应。 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则该省基

层分配到的项目数量越多。 第三，在省内部的分配影响因素中，县域的经济发展

水平具有正向的影响，人均 ＧＤＰ 越高，则该县基层能够分配到的项目越多。 而

将社区人均收入加入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不显著，说明社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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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项目分配的影响力更大。 第四，社区的集体收入与集体资产对于项目的获得

数没有明显的影响。

（四）社区项目资金量分析

在项目资金总量方面，社区间也存在明显差异。 一半的社区完全没有项目

资金，而有的社区年度项目资金总量上千万。 以基层分配的项目资金数作为因

变量，回归结果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社区项目资金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项目资金

（１） （２） （３） （４） （５）

农村
１􀆰 １６４∗∗∗

（２􀆰 ７１）
１􀆰 ８２７∗∗∗

（３􀆰 ７６）
１􀆰 ２０６∗∗∗

（２􀆰 ８１）
１􀆰 ８７２∗∗∗

（３􀆰 ８５）
１􀆰 ９０５∗∗∗

（３􀆰 ９１）

东部
－ １􀆰 ９９７∗∗∗　

（ － ４􀆰 ０２） 　
－ ２􀆰 １５４∗∗∗　

（ － ４􀆰 ３２） 　
－ １􀆰 ５５１∗∗　

（ － ２􀆰 ３３） 　

中部
－ １􀆰 １１１∗∗　

（ － ２􀆰 ２０） 　
－ １􀆰 ２７４∗∗　

（ － ２􀆰 ５２） 　
－ １􀆰 １８５∗∗　

（ － ２􀆰 ３３） 　

省级人均 ＧＤＰ － ２􀆰 １６５∗∗∗　
（ － ３􀆰 ２６） 　

－ ２􀆰 ４２０∗∗∗　
（ － ３􀆰 ６３） 　

－ １􀆰 ２５９　
（ － １􀆰 ３７） 　

县级人均 ＧＤＰ １􀆰 ０７３∗∗∗

（３􀆰 ０５）
０􀆰 ６３０∗

（１􀆰 ６５）
０􀆰 ８６８∗∗∗

（２􀆰 ６８）
０􀆰 ３７９

（１􀆰 ０４）
０􀆰 ５３８

（１􀆰 ４１）

社区收入
０􀆰 ０９６∗∗∗

（２􀆰 ６４）
０􀆰 ０９９∗∗∗

（２􀆰 ７１）
０􀆰 ０９７∗∗∗

（２􀆰 ６５）
０􀆰 ０９８∗∗∗

（２􀆰 ７１）
０􀆰 １００∗∗∗

（２􀆰 ７６）

社区资产
０􀆰 ０５３

（１􀆰 ６２）
０􀆰 ０６９∗∗

（２􀆰 ０８）
０􀆰 ０４７

（１􀆰 ４３）
０􀆰 ０６１∗

（１􀆰 ８５）
０􀆰 ０６４∗

（１􀆰 ９４）

社区人均收入
１􀆰 ２１３∗∗∗

（２􀆰 ９０）
１􀆰 ２０８∗∗∗

（２􀆰 ９０）
１􀆰 ２７３∗∗∗

（３􀆰 ０４）

样本量 １１３９ １１３９ １１３９ １１３９ １１３９

　 　 注：（１）括号内为 Ｔ 值。 （２）∗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对项目资金量的回归结果有以下几点分析。 第一，城乡之间在项目的资金

量方面有明显的差异，农村社区的资金量高于城市社区的项目资金，该效应解释

力不会被其他变量替代。 第二，在省区层面的宏观因素中，与项目数量的影响机

制相似，省级经济发展水平（人均 ＧＤＰ）越高，基层的项目资金量越少。 但加入

区域变量后，省级经济水平的效应被替代，东中西部的区域差异更重要，西部的

基层项目资金量明显高于中部和中部。 第三，在省内的分配影响因素中，县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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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水平（人均 ＧＤＰ）具有明显的影响，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基层能够分

配到的项目资金量越大，但这一作用能被宏观的区域因素和微观的社区人均收

入共同替代。 第四，社区层面的经济因素也具有明显的影响，社区的集体收入、
集体资产、人均收入越高，社区能够分配到的项目资金量也越大。

（五）社区人均项目资金分析

不同的社区人口数量差距很大，只分析社区项目资金总量不能完整考察基

层的项目资源分配情况，还需要分析人均项目资金量。 表 ５ 考察了社区人均项

目资金的影响因素。

　 表 ５ 社区人均项目资金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人均项目资金

（１） （２） （３） （４） （５）

农村
０􀆰 ８３２∗∗∗

（５􀆰 １８）
０􀆰 ９９１∗∗∗

（５􀆰 ４４）
０􀆰 ８５０∗∗∗

（５􀆰 ３１）
１􀆰 ０１５∗∗∗

（５􀆰 ５８）
１􀆰 ０２４∗∗∗

（５􀆰 ６３）

东部
－ ０􀆰 ７０７∗∗∗　

（ － ３􀆰 ８２） 　
－ ０􀆰 ７４６∗∗∗　

（ － ４􀆰 ０１） 　
－ ０􀆰 ５７７∗∗　

（ － ２􀆰 ３３） 　

中部
－ ０􀆰 ４７２∗∗　

（ － ２􀆰 ５２） 　
－ ０􀆰 ５１３∗∗∗　

（ － ２􀆰 ７２） 　
－ ０􀆰 ４８８∗∗∗　

（ － ２􀆰 ５７） 　

省级人均 ＧＤＰ － ０􀆰 ７０４∗∗∗　
（ － ２􀆰 ８４） 　

－ ０􀆰 ７６５∗∗∗　
（ － ３􀆰 ０７） 　

－ ０􀆰 ３５３　
（ － １􀆰 ０３） 　

县级人均 ＧＤＰ ０􀆰 ２５５∗

（１􀆰 ９５）
０􀆰 １４９

（１􀆰 ０５）
０􀆰 １８９

（１􀆰 ５７）
０􀆰 ０６７

（０􀆰 ５０）
０􀆰 １１２

（０􀆰 ７９）

社区收入
０􀆰 ０４２∗∗∗

（３􀆰 ０６）
０􀆰 ０４２∗∗∗

（３􀆰 １０）
０􀆰 ０４２∗∗∗

（３􀆰 ０７）
０􀆰 ０４２∗∗∗

（３􀆰 １０）
０􀆰 ０４３∗∗∗

（３􀆰 １４）

社区资产
０􀆰 ０２６∗∗

（２􀆰 １１）
０􀆰 ０２９∗∗

（２􀆰 ３８）
０􀆰 ０２３∗

（１􀆰 ９０）
０􀆰 ０２７∗∗

（２􀆰 １６）
０􀆰 ０２７∗∗

（２􀆰 ２３）

社区人均收入
０􀆰 ２９１∗

（１􀆰 ８７）
０􀆰 ３００∗

（１􀆰 ９４）
０􀆰 ３１８∗∗

（２􀆰 ０５）

样本量 １１３８ １１３８ １１３８ １１３８ １１３８

　 　 注：（１）括号内为 Ｔ 值。 （２）∗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对社区人均项目资金占有量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城
乡差异明显，农村社区的人均项目资源量明显高于城市，差距较大。 说明项目资

源的分配往农村倾斜度很高。 第二，在区域分布方面，相比于西部，东部和中部

的人均项目资金量都明显较少，东部最低。 西部的基层社区项目资源分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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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 第三，在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省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人均项目

资源占有量越低。 但省级经济发展水平的解释力会被区域因素抵消，说明区域

因素更为重要。 县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社区人均项目资源占有量越大，县级经

济发展水平的解释力与社区人均收入水平有重合性。 第四，社区层面的经济发

展水平也有影响，社区人均收入、社区集体收入、社区集体资产量这三个因素都

对社区人均项目资源占有量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说明基层的经济发展越好，人
均可分配的项目资源量越大。

四、项目分配的“双重效应”：假设验证与模型解释

在项目制既有的研究争议中，一方主张项目促进了资源分配的均等化，经济

条件差的地区获得了较多的专项补助；而另一方则相反，认为项目加剧了公共资

源不均衡，经济条件好的地区优势更大。 那么，实际的情况如何呢？ 这需要根据

实证分析的数据结果予以判定。

（一）假设验证

从描述性统计与 Ｔｏｂｉｔ 模型的实证结果来看，社区项目数量、项目资金量和

人均项目资金三个因变量的结果略有差异，但基本逻辑相通，具有稳健性。 当前

中国城乡社区的项目分配机制呈现出复杂性，并非简单地符合均等化假设或两

极化假设，两组假设都是部分得到验证，而且两组假设之间呈现出交叉关联。
在均等化的假设中， Ｈ１􀆰 １、Ｈ１􀆰 ２ 和 Ｈ１􀆰 ３ 都得到了验证：除了项目数量，城

乡之间的项目资源存在明显差异，在社区项目资金量和人均项目资金方面，农村

社区比城市社区的资源更多；在区域差异方面，西部比中部、东部有更多项目资

源；在省际差异方面，省级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有更多项目资源。
在两极化的假设中，Ｈ２􀆰 ４、Ｈ２􀆰 ５ 和 Ｈ２􀆰 ６ 得到了验证：县级经济发展水平高

的地区有更多的项目资源；集体资产多、收入高的社区有更多的项目资源；人均

收入水平高的社区有更多的项目资源。

（二）项目分配的“双重效应”
将两组假设验证结合起来，可以看到，当前项目在基层的分配机制同时具有

均等化与两极化两种取向。 以往的研究争论都认识了项目分配效应的一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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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但都不完整。 综合来看，项目在基层分配的均等化与两极化效应虽然同时存

在，但两者的影响层面明显不同。 均等化的假设验证集中在城乡、区域、省级经

济发展水平层面，三者都是偏宏观的因素；而两极化的假设验证集中在县域、社
区集体资产、社区集体收入、社区人均收入方面，这四个都是微观层面（这里的

微观是相较于全国总体层面而言）的因素。 由此可以分析，在当前的基层项目

分配中，其实形成了一种双层的分配结构。 第一，在宏观层面，项目资源更多地

向较为落后、公共资源少的地区倾斜，所以农村相对于城市、西部相对于东部和

中部都有较大的优势，获得了更多的项目资源。 尤其是项目资金量的分配最为

明显，农村多于城市，西部明显多于东部和中部。 人均项目资源占有量也是如

此。 第二，在微观层面的分配机制则恰恰相反，越是发达、公共资源条件好的地

区，获得的项目资源越多。 县域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得到的项目数量和项目资金

越多；集体收入和集体资产越多的社区，享受的项目资金量越多；人均收入水平

越高的社区，能够获得的项目数量和资金量也越多。 在微观层面来看，两极化效

应明显，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发达的地区不断聚集更多的专项资金。 因此，项目

制的总体效应是起到了给不发达地区补充公共服务资源的作用。 但在宏观层面

的均等化趋势下，也嵌入了地区内部微观层面的两极化趋势。

　 表 ６ 项目资源分配的“双重效应”
影响因素 分配倾向 分配效应 分配主体

宏观

区域 西部 均等化 中央政府

省际 不发达省 均等化 中央政府

城乡 农村 均等化 中央 ／ 地方政府

微观
县域 发达县 两极化 地方政府

社区 发达社区 两极化 地方政府

（三）从“双重效应”看政府行为逻辑

项目分配的“双重效应”源于不同层级政府的行为。 对于大多数项目而言，
项目制是嵌套于科层体系的运行逻辑中，受科层体系权力结构影响的（渠敬东，
２０１２）。 所以，项目从设定、发包到承接实施，是一个多层级官僚体系博弈的过

程。 对项目资源分配的研究实质上与政府行为的研究密切相关 （史普原，
２０１５）。 同时，对项目分配结构的理解也需要回到对政府行为的分析上来。 项目

制是多层级分配体系，涉及各级政府行为，从中央到省、县级政府都对项目的运

作发挥影响力。 县级以下的政府组织，包括乡镇、街道以及具有行政职能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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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因为通常没有独立的财权，不是一级完整政府，对项目的影响相对较小

（朱光磊，２００８）。 因此，为了分析的简明，项目资源的分配主要考虑两类政府主

体：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省级和县级政府）。 从双重分配机制可以看出，不同

的政府对项目的分配机制影响不同。 在宏观因素层面，区域间和省际的项目资

源分配主要是中央政府决定分配导向，因为中央才能决定哪个区域或者省得到

更多的资源。 对于城乡之间的资源分配，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会产生影响，中央总

体上设定城乡之间的项目额度，而地方政府决定将项目分配给哪些具体的城市

或农村社区（史普原，２０１７）。 总体而言，宏观层面的分配受到中央政府的影响

较为明显，中央政府在项目制的运作中，将项目资金往不发达地区和农村倾斜，
补充了专项财力，起到了公共资源均等化分配的作用，这符合项目制的政策初

衷。 从国际对比来看也大体如此，专项转移支付的设立都带有平衡地方发展的

政治意图（Ｄｉｘｉｔ ＆ Ｌｏｎｄｒｅｇａｎ，１９９８；Ｂａｉｃｋｅｒ＆ Ｓｔａｉｇｅｒ，２００５）。
地方政府既要承担中央项目再分配的职责，同时也可能会自设项目让下级

政府承接。 通常而言，少数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自设项目的可能性较高；经
济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自设项目较少，甚至没有，主要是承接和再分配中央的项

目（狄金华，２０１５；焦长权，２０１９）。 整体来看，对于项目在县域和社区层面的分

配，地方政府起着关键影响力。 从回归分析可以看出，在社区层面，经济条件越

好的社区（人均收入高、社区集体资产和集体收入高）获得的项目资源越多。 社

区的项目分配是由县域政府决定，因为县级以下基本没有财权自设项目，也没有

财政管理和再分配的资源。① 由此可以窥见县级的政府行为逻辑，不管是上级

的项目还是本级自设项目，县里都倾向于把项目资金分配给条件好的村 ／社区。
因此，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行为，特别是主要负责项目执行的县级政府整体上

导致了微观层面项目资源的两极化效应，即经济条件好的地区获得了更多的项

目资源。 在此情形下，项目制作为一种财政资源再分配体系，出现了“层级差

序”现象，越往基层，项目越可能倾斜于优势地区，造成公共资源差距拉大。 总

之，地方政府的行为让项目制的实践呈现复杂性，在微观的分配过程中背离了项

目制的政策导向，与中央层面的政府行为有明显不同。
那么，地方政府为什么会与中央政府有不同的项目分配逻辑，为什么会与项

目制的政策导向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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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目标替代政策目标：一个案例研究引出的解释机制

数据分析呈现了不同层级政府的项目分配导向差异。 下面本文通过案例解

析，提出一个解释机制来理解地方政府的行为动因。 地方政府之所以倾向于将

项目分配给经济条件较好的基层单位，是因为项目制在科层体系内开展时管理

目标替代政策目标。 组织的核心目标被替代是组织研究的重要问题（ Ｓｉｍｏｎ，
１９６４）。 目标替代 （Ｇｏ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的缘由之一来自管理过程 （Ｗａｒｎｅｒ ＆
Ｈａｖｅｎｓ，１９６８）。 在组织管理中，激励、监督、考核等管理要素如果设置不当，会造

成管理的形式目标替代组织的实质目标（Ｂｏｈｔｅ ＆ Ｍｅｉｅｒ，２０１０）。 项目在开展中

嵌入于既有的科层体系（史普原，２０１５），上级部门为推动项目，自上而下制定了

各种监督考核的目标体系。 项目制极强的制度管理导向（渠敬东，２０１２）使得地

方政府可能把完成管理目标作为首要任务。
地方政府改变政策导向，将项目资源打包集中、优势聚集，是许多案例研究

的共同发现（折晓叶、陈婴婴，２０１１；李祖佩，２０１５）。 笔者在调研中也发现了类

似情况，妇女小额贷款项目就是一个典型。

（一）两极化效应：小额贷款项目的地方实践

２００９ 年，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为贯彻落实中央“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
重大决策部署，全国妇联、财政部等启动了“妇女小额贷款财政担保贴息项

目”。① 该项目在设计之初就确定了政策目标是通过小额贷款帮助贫困家庭创

业就业，带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为此，中央政策向经济落后的地区和家庭倾

斜，主要指西部省份、农村、山区、贫困家庭。 并且，在政策的分配上对这些地区

进行了实际支持。 比如，给予西部地区更多的财政补贴，划定落后地区（特别是

“三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革命老区）为项目重点，政策优先。 在中央部委明

确的政策和财政支持下，西部落后地区获得了大量项目资源。 比如，在 ２０１３ 年，
全国累计发放小额贷款 １５００ 亿元左右，其中甘肃省超过 ２８０ 亿元，四川省近 ２００
亿元，而东部的广东、江苏等大省的规模都不到 ３０ 亿元。 西部省份的项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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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低的省份项目资源优势更大。①

虽然中央的政策向落后地区和贫困家庭倾斜，但在地方实践中，却是优势地

区和家庭获得了更多的项目资源。 这在项目资源最多的甘肃、四川两省就有明

显体现。 一般而言，山区比平原地区经济条件差，但平原比山区更有项目优势，
而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也比贫困家庭获得了更多的贷款。 比如，在四川省，从
２００８ 年项目开展以来，都是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平原地市获得的项目资源较

多，无论是项目的获贷总数、获贷人数比还是人均贷款资金量，平原地市都比偏

远的纯山区地市优势更大。② 而在地区内部，小额贷款也更多发放给了经济条

件较好的村 ／社区家庭户。 这样的情况也引发了中央部委关注，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

数次发文件指责地方政府在项目执行中违背了国家政策，将小额贷款发放给了

非贫困户。③

（二）完成管理目标：地方政府的项目分配逻辑

那么，地方政府为什么在项目开展中与中央的政策导向不同？ 本研究通过

访谈和观察发现，地方政府呈现出的动因是为了完成项目的管理目标。 首先，地
方政府需要应对项目开展的考核目标。 作为一个专项工作，从中央部委到各区

县政府，都给下级单位开展项目施加了项目总量的绩效考核压力，以此促进项目

的实施。 比如，甘肃省制定的目标是 ２００８ 年到 ２０１１ 年发放 １００ 亿贷款量，该目

标在 ２０１１ 年中提前完成，进而又制定了 ２０１２ 到 ２０１６ 年新增 １００ 亿的目标。 四

川省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的目标都超过 ２０ 亿，全部超量完成。 项目总量考核给下

级政府执行政策形成了压力。 其次，项目实践需要控制风险。 小额贷款是一种

金融行为，面临资金风险的问题，而资金安全也是上级考核的重点指标。 越是贫

困的地区和家庭，贷款的风险就越大。 这一点地方政府，特别是负责项目直接实

施的县级政府有清楚的认识。 所以，在小额贷款项目的开展中，县级政府都很谨

慎，多是把贷款发放给有钱的家庭，因为这类家庭信用好，还款能力强。 最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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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各省小额贷款工作报告（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ｏｍｅｎ． ｏｒｇ． ｃｎ ／ ｃｏｌ ／ ｃｏｌ１４８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ｕｉｄ ＝
７３６＆ｐａｇｅＮｕｍ ＝ ２）。
根据四川省妇联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５ 年的小额贷款工作统计数据整理。
比如，２０１３ 年 ９ 月，财政部、人社部、人民银行联合出台《关于加强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

资金管理的通知》，指出了地方政府滥用项目资金的问题，强调要清理整顿和加强监管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ｈｒｓｓ． ｇｏｖ． ｃｎ ／ ｘｘｇｋ２０２０ ／ ｆｄｚｄｇｋｎｒ ／ ｚｃｆｇ ／ ｇｆｘｗｊ ／ ｊｙ ／ ２０１３０９ ／ ｔ２０１３０９２７＿１１４５９７．
ｈｔｍｌ）。



方政府还需要考虑项目开展的成本问题。 发放小额贷款需要银行等相关单位的

支持。 而银行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更愿意发放贷款给居住得比较集中的村 ／社
区家庭，而不是偏远的山区，因为后者入户考察、项目监管等成本很高，没有经济

效益。 同时，作为目标考核，各省也给地方政府定了时间周期，经济条件好的城

镇、平原地区交通便利，项目的时间成本低，容易完成目标任务。 如果不考虑项

目管理的这些具体问题，那小额贷款项目在基层就会阻力重重，难以开展。
因此，在小额贷款项目的开展中，地方政府虽然愿意承接项目，扩大地方的

经济资源，但同时也面临项目管理的多重规定。 因为要快速完成上级扩大贷款

目标、控制贷款风险、完成考核验收的要求，也需要控制成本、调动相关单位的积

极性。 地方政府，特别是作为执行主体的县级政府在项目实施中更多把资金贷

给了经济条件好的地区和家庭，把项目的实践导向从扶贫助困变成了锦上添花。
因此，可以从案例中发现，虽然项目制的政策目标是平衡地方财力，促进公

共服务均等化，但地方政府在实践中，为了完成项目的管理目标，倾向于将资源

集中在优势地区。 这也是学界在大量的项目制案例研究中呈现出来的普遍认

知。 由项目打造的各类“明星社区”“政绩村”屡见不鲜（叶敏、李宽，２０１４；李祖

佩，２０１６）。 由此，项目的分配在中央和地方层面产生了“双重效应”，呈现出复

杂性。

六、管理目标压力与地方政府的项目分配：
对解释机制的数据验证

通过案例分析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倾向于将项目资源分配到资源优势地区，
这样更容易完成项目制的目标和考核验收。 管理目标替代政策目标是项目制在

实践中呈现“双重效应”的成因。 那么这一解释机制是否具有普遍性？ 我们需

要超出个案研究的局限进行数据验证。

（一）研究设计：从省直管县分析管理压力

根据解释框架可以推断，在同样的政策背景下，地方政府面临的项目管理目

标压力越大，则出现项目资源两极化分配的现象越明显，地方政府越可能将项目

资源分配到经济条件较好的基层单位。 但具体的项目管理压力难以有效测量，
而且即使能测量，由于不同的项目千差万别（陈家建，２０１７），也无法衡量项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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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体管理压力。 因此笔者采用另一维度做研究设计，通过分析科层体系来判

断管理压力问题。
关于中国科层体系运行逻辑的描述，压力型体制是一个基本研究共识（荣

敬本、杨雪冬，１９９８；冉冉，２０１３；杨雪冬，２０１８）。 所谓压力型体制，是指在自上而

下的层级管理中，会明显出现层层加压的情况，越到基层压力越大。 压力型体制

在目标管理考核中尤为明显，考核的目标总量、时间要求、风险控制都通过层级

管理递增（王汉生、王一鸽，２００９）。 在一统权威的体制下，层级设置基本稳定，
压力型管理是各地都面临的普遍情况。 但是，在近年来的行政改革中，层级管理

也产生了特殊情况，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经济领域的省直管县。 省直管县（包括

县级市）是为了减少管理层级、减轻县级治理压力、增强自主性的一项重要改

革，从上世纪 ９０ 年代陆续开展。 省直管县分为行政维度和经济维度，①后者与

财政经济资源的分配关系密切（刘素姣，２０２０）。 广义的经济层面省直管县包括

了“强县扩权”“扩权强县”“县财省管”等多种政策表现，虽然具体内容各异，但
共同的导向是省级政府将一般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债务管理等经济管理权

限部分下放到县级，经济层面不再实行市管县（王雪丽，２０１３；焦长权，２０２０）。
专项资金的管理权限也是省直管县的核心内容之一，在直管县中，项目的分配与

管理过程，县级直接对接省级（张克，２０１９）。 可以认为，通过省直管县，因为中

间层级减少了，县级的项目管理压力也减小了。 众多实证研究也发现了这一点，
直管县的科层管理压力降低，自主性增强（刘勇政等，２０１９）。

借助省直管县的体制，可以在总体层面验证项目分配“双重效应”的解释机

制。 地方政府的项目分配因为受到管理目标压力的影响，出现了管理目标替代

政策目标的现象。 因此，可以推断，在省直管县中，县级的项目管理压力相对较

小，项目资源的优势聚集效应也相对较弱。 如果该假设成立，那么可以间接验证

管理目标替代政策目标的普遍性。
Ｈ３：同样的制度条件下，因为层级管理压力减小，经济省直管县在项目分配

中，（相对于非直管县）较少出现两极化效应。

（二）数据验证：管理压力与地方政府项目分配

为了对这一判断进行验证，笔者搜集了数据生成时段（２０１４）的经济省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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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研究的主题是项目制，因此只考虑经济维度的省直管县。 下文中的省直管县均为经济

层面的省直管县。



县名单并进行了基层项目数据的匹配。 通过查阅各个省级行政单位历年来有关

经济直管县（包括相似的扩权强县）的文件，汇总为有明确文件支持的直管县近

千个。① 比如，四川省是县域经济省直管的试点大省，在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４
年开展了三批经济直管（文件定义为“扩权强县”）的试点，共 ７８ 个试点县，县级

的专项资金管理权限扩大。 在基层项目调查的数据中，共有 ４６２ 个村 ／社区属于

省直管县的行政范围，占总数的 ３３􀆰 ９％ 。 从经济省直管县的维度进行分析，基
层的项目资金分配（Ｔｏｂｉｔ）模型如下。

　 表 ７ 省直管县与项目分配的数据分析

社区项目资金 社区人均项目资金

（１） （２） （１） （２）

农村
１􀆰 ８４６∗∗∗

（３􀆰 ７７）
１􀆰 ８８３∗∗∗

（３􀆰 ８５）
１􀆰 ００５∗∗∗

（５􀆰 ４７）
１􀆰 ０２１∗∗∗

（５􀆰 ５７）

东部
－ １􀆰 ７２２∗∗　

（ － ２􀆰 ５７） 　
－ ０􀆰 ６３８∗∗　

（ － ２􀆰 ５５） 　

中部
－ １􀆰 ０６５∗ 　

（ － １􀆰 ９５） 　
－ ０􀆰 ４５５∗∗　

（ － ２􀆰 ２３） 　

省级人均 ＧＤＰ － ２􀆰 ４４３∗∗∗　
（ － ３􀆰 ６８） 　

－ １􀆰 ０５７　
（ － １􀆰 １５） 　

－ ０􀆰 ７６９∗∗∗　
（ － ３􀆰 １０） 　

－ ０􀆰 ２８３　
（ － ０􀆰 ８２） 　

县级人均 ＧＤＰ
０􀆰 ６０７

（１􀆰 ５０）
０􀆰 ６０４

（１􀆰 ５０）
０􀆰 １３６

（０􀆰 ９０）
０􀆰 １３８

（０􀆰 ９２）

社区收入
０􀆰 ０９８∗∗

（２􀆰 １６）
０􀆰 １０３∗∗

（２􀆰 ２７）
０􀆰 ０４３∗∗

（２􀆰 ５３）
０􀆰 ０４５∗∗∗

（２􀆰 ６４）

社区资产
０􀆰 ０４６

（１􀆰 １５）
０􀆰 ０３９

（０􀆰 ９９）
０􀆰 ０２４

（１􀆰 ６２）
０􀆰 ０２１

（１􀆰 ４４）

社区人均收入
１􀆰 ６４２∗∗∗

（３􀆰 ５５）
１􀆰 ６６９∗∗∗

（３􀆰 ６３）
０􀆰 ４５５∗∗∗

（２􀆰 ６４）
０􀆰 ４６６∗∗∗

（２􀆰 ７２）

省直管县（非直管县 ＝ ０） １４􀆰 ６６７∗∗

（２􀆰 ２４）
１４􀆰 ９２６∗∗

（２􀆰 ２６）
５􀆰 ４５５∗∗

（２􀆰 ２３）
５􀆰 ４４６∗∗

（２􀆰 ２２）

省直管县 × 社区收入
０􀆰 ００６

（０􀆰 ０８）
－ ０􀆰 ００１　

（ － ０􀆰 ０１） 　
－ ０􀆰 ０００　

（ － ０􀆰 ０１） 　
－ ０􀆰 ００３　

（ － ０􀆰 １０） 　

省直管县 × 社区资产
０􀆰 ０８７

（１􀆰 ２２）
０􀆰 ０９３

（１􀆰 ３０）
０􀆰 ０２１

（０􀆰 ８１）
０􀆰 ０２３

（０􀆰 ８８）

省直管县 × 社区人均收入
－ １􀆰 ６５２∗∗　

（ － ２􀆰 ４５） 　
－ １􀆰 ６５１∗∗　

（ － ２􀆰 ４２） 　
－ ０􀆰 ６０３∗∗　

（ － ２􀆰 ４０） 　
－ ０􀆰 ５８９∗∗　

（ － ２􀆰 ３２） 　

样本量 １１３９ １１３９ １１３８ １１３８

　 　 注：（１）括号内为 Ｔ 值。 （２）∗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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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省直管县的名单参考了张克（２０１９）的相关研究成果。



在考虑到省直管县的因素后，模型有以下呈现。 第一，在宏观层面，项目资

金的分配仍呈现均等化效应，农村地区、西部地区、经济落后省份获得的项目资

源更多。 第二，在微观层面，总体上仍呈现两极化效应，经济条件好的村 ／社区获

得的项目资金更多。 第三，经济省直管县的影响显著，与非直管县相比，直管县

无论是社区项目资金还是人均项目资金都更多。 可以认为，省直管县的身份标

识具有项目优势。 第四，通过省直管县和微观因素的交互分析，可以看到省直管

县中的社区人均收入具有较显著的影响力。 作为衡量社区经济水平的核心指

标，省直管县与社区人均收入交互效应为负相关，显示省直管县分配项目的两极

化效应相对较弱，较少地将项目资源分配给经济条件好的社区。
通过数据分析，假设 Ｈ３ 得到验证，省直管县的项目分配行为与非直管县存

在一定的差异，经济条件好的社区项目资源集中度相对较低。 由此，从案例当中

推论的解释机制得到一定验证，管理目标压力是地方政府项目分配逻辑的重要

因素。 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压力，导致地方政府将项目分配给经济条件好的基层

单位以完成考核，也由此产生了项目分配宏观与微观背离的“双重效应”；而科

层体系中管理压力的减小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微观层面的两极化效应。

七、研究结论与不足

对于项目制的重要性，既有的研究已经达成了共识，财政分配、公共服务、社
会治理各方面都体现了项目的关键作用（周雪光，２０１５）。 而对于项目的实际运

作成效，则意见不一，争论激烈。 究其原因，是因为既有研究侧重理论和案例层

面的呈现，实证数据的搜集和分析相对较少，导致诸多结论无法有效验证。
为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之处，本研究从基层的角度考察项目制的分配现状

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城乡社区调查，结合财政部的相关资料和个案研究进行综

合分析，本文对项目制研究有以下推进。 （１）在研究范式层面，弥补了以往案例

分析的不足，设计和开展了基层项目的系统调查，为项目制研究提供了资料基

础。 本调查的数据发现，项目制深入到了基层社会，村 ／社区层面的项目覆盖面

超过一半，项目资源直接影响社区的公共服务，关系到基层治理的成效。 同时，
本文采用混合研究方法，结合量化与案例分析的长处，更立体地揭示项目分配逻

辑，拓展了此类研究的方法广度。 （２）在研究结论层面，揭示了项目资源的分配

具有“双重效应”，即宏观层面的均等化和微观层面的两极化同时存在。 宏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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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均等化，是指不发达的西部地区、经济条件较差的省份和农村社区获得了较

多的项目资源，能够弥补地方财力的不足，减小全国层面的整体差距；微观层面

的两极化，是指在区域内部，经济发达的地区获得更多的项目资源，产生优势聚

集效应。 “双重效应”的揭示回应了以往研究的争议焦点，能够更全面地认识项

目制。 （３）在解释机制方面，从不同层面的政府行为来理解项目资源分配的“双
重效应”。 宏观层面的分配因素主要取决于中央政府行为，中央倾向于利用项

目制推进地方均衡发展，这是项目制的宏观政策导向。 地方政府的项目分配导

向与宏观政策不同，因为地方政府更注重管理目标，即更高效率地完成考核任

务。 管理压力越大，地方政府分配项目的两极化效应越明显，产生“目标替代”
问题。 案例分析和数据验证支持了这一解释命题，理论分析具有实证契合度。

“双重效应”及其背后的政府行为逻辑展示了项目制的复杂性，不同层面的

治理导向存在张力。 同时也要看到，在当前的央地关系格局下，中央财政掌握的

资源更多。 所以整体来看，在项目分配中宏观层面的均等化效应更明显，落后地

区的项目资源量更大，所产生的人均项目福利更多。 这反映出项目制确实促进

了地区间均衡发展，这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巨大成绩。 但地方政府的分配导向也

值得关注。 根据本文的研究发现，项目管理的指标化考核压力过大，容易造成目

标替代的问题，让地方政府通过两极分配应对考核。 很多案例研究也看到了这

一问题，比如，各类项目资源在某些基层社区优势叠加，产生“马太效应”，资源

分配有失公平（黄宗智等，２０１４；李祖佩，２０１５；张新文等，２０１８）。 不过，随着项目

资源在基层的累积，项目的稀缺性会弱化。 预计将来地方层面的两极化效应会

降低，项目制带来的公共财政均等化效应相对更强。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项
目制的“双重效应”也反映出了治理结构的张力性。 当前的治理体系，宏观效应

和微观效应可能存在分异。 宏观层面成效显著，而微观层面则相对不足。 宏观

层面的治理主要由国家直接驱动，在省际、城乡间大力进行公共资源再分配，财
政转移支付、乡村振兴、精准扶贫是典型的代表；而微观层面的治理依赖于更精

细的体系，需要地方政府、市场、社会协作参与，难度相对较大，这也正是今后国

家治理现代化的建设方向。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对项目制的实证数据研究存在诸多困难，本文也存在不

足之处，需要进一步研究。 首先，在数据分析方面，因为社区层面的调查样本量

相对较少，所以数据模型分析精度受限。 同时，也因为本研究是首次对社区项目

情况进行调研，没有先前的数据积累，只能进行调研时点的年度情况分析，无法

对历史效应进行解析；其次，在原因解释层面，根据目前的数据和案例资料，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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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部门和县级政府的行为逻辑容易观察和解释，省级政府行为逻辑则因为缺少

具体项目数据，难以进行更具体的辨析。 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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